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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１４个国家级城市群涵盖的２０２个
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测度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分

析了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１）技术对于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影响十分
显著；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有利于城市群产生良好的经济增长效应；城市群集

聚度的增强能够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２）拥有多核心
城市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动力更强，技术、集群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更为

显著。（３）地理因素也会影响城市群经济的增长。南方地区城市群的经济
增长动力更强，技术、集群度及人力资本对城市群增长的影响均比北方地区

显著。基于空间角度利用门槛面板方法，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城市群中心城

市可达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群中心城市可达性越强，

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越强、增长动力越强。未来应该促进单核心、双核心城

市群向多核心城市群转变，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应大力发

展技术和交通，来进一步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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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我国自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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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就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涵盖了４个国家级城市群、９个区域性城市群以及
６个地区性城市群，从空间和地理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发展具有高集聚效率、强辐射作
用和优势互补的城市群对国家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２０１５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强调了城市群建设对于区域协同发展以及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２０１６年
出台的 “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区域间城

市联系，实现城市群的高效发展。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
通过发展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

港澳）、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来实

现区域融合发展，并逐步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

模式。

当前，我国城市群以近２２％的国土面积集中了４９％的总人口、７９％的经济总量、
７０％的固定资产投资、８５％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９８％的外来投资。我国三大城
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

城市群更是以１１％的国土面积集聚了４０％的人口，创造了５５％的ＧＤＰ，城市群在我
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 “主体”形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单一要素推动的。城市规模、资本积累、技术

进步、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规模、空间距离、产业结构
（丁嵩、孙斌栋，２０１６；邵明伟等，２０１８；王青、金春，２０１８；郝永敬、程思宁，
２０１９）等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创新对城市经
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的影响逐步加深，并且经济发展突破了固有的地理和空间上的限

制，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传播实现了经济的多方位增长。但不可忽视的是，城市间经

济发展的差距仍持续存在 （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１９９９；Ｍｅ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ａｋａｔｏｓｈｉ
ａｎｄ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１１；Ｔｒｉｐａｔｈｉ，２０１４；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６）。当前我国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凸显，呈现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规模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并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尤其是

南北方地区发展的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因此对于城市群经济增

长的微观机制还需要结合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与经济基础来进一步研究。

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中心城市的推动。空间上的集聚、城市规模的扩大促

进了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城市群内部周边城市会围绕地理位置优越、产业优势明显

的中心城市进行分布以获得协同发展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１９６６；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Ｆｕｊｉｔ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群周边城
市发展；以知识转化和创新实现要素转移并向外溢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优化以及

核心基础配置的不断完善实现区域协同增长。因此设置中心城市不但要考虑中心城市

的规模与发展程度，还要考虑其与周边城市的地理空间距离和发展潜力，以及是否具

有开放、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 （ＢｅｒｌｉａｎｔａｎｄＫｏｎｉｓｈｉ，２０００；沈坤荣，２０１８；王磊、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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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丽，２０１８）。但是集聚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在某些国家，当城市群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会产生层次化系统，边缘地区的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而核心地区的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并且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竞争市场，造成

城市群间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差异 （Ｐｏｒｔｎｏｖａｎ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０９）。由于中心城市发
展程度的不同，经济发达、经济密度高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扩散力较为

明显，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经济不发达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出现

断层，发展差距扩大的同时区域协同发展水平较低。除此之外，城市集聚程度过高还

会产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堵等一系列 “城市病”，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Ｔａｋａｔｏｓｈｉａｎｄ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１１；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１２；曾鹏、庞基展，２０１６）。
城市群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体现在经济上高度发达、产业结构十分先进，还体现在

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那么现阶段中国城市群是否遵循了一个较为稳定、持续的经济

增长方式呢？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三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突破了传统城

市群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南方城市群和北方城市群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

了南北方城市群发展的优化路径；第二，按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数量对于城市群进行

分类，探寻不同模式下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效应，研判未来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趋势；第

三，将城市群中心城市可达性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城市

群中心城市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为：第二

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城市群的增长效应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探究；

第四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参考 Ｍａｎｋｉｗ等 （１９９２）调整后的 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增长模型，同时借鉴王黎欣
（２０１５）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集聚度等因素，采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
（Ｈｉｃｋ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改进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为：

Ｙ＝ＡｔＫαｔＱβＬ
１－α－β
ｔ （１）

其中，Ａ是技术，一般归结为技术改进或制度变迁等综合作用下对产出水平的贡
献；Ｋ是资本存量；Ｑ为人力资本存量；Ｌ是劳动力总量；α、β为生产函数的参数，
０＜α＜１，０＜β＜１，且规模收益不变时有 α＋β＝１，ｔ为时期，式 （１）两边同时除
以Ｌｔ有：

Ｙｔ
Ｌｔ
＝ＡｔＫαｔＱβＬ

－α－β
ｔ （２）

则ｙｔ＝ＡｔｋαｔｑβｔＬ
－α－β
ｔ 　 （３）

其中，ｙｔ为地区ｔ年的人均产出，ｋｔ＝Ｋｔ／Ｌｔ，ｑｔ＝Ｑｔ／Ｌｔ。
假设物质资本的生产函数形式一定且折旧率固定，并且人口的增长率是外生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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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Ｌｔ
·

／Ｌｔ＝ｎ。因此有以下动态方程：

ｋ
·

ｔ＝ｓｋｆ（ｋｔ）－（ｎ＋δ）ｋｔ＝ｓｋＡｔｋαｔｑβｔＬα
＋β
ｔ －（ｎ＋δ）ｋｔ （４）

ｑ
·

ｔ＝ｓｑｆ（ｑｔ）－（ｎ＋δ）ｑｔ＝ｓｑＡｔｋαｔｑβｔＬα
＋β
ｔ －（ｎ＋δ）ｑｔ （５）

假设技术恒定，则由式 （４）、式 （５）可得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的稳定
状态水平为：

ｋ ＝ ｓ１－βｋ ｓβｑ
ｎ＋δ( )Ａ

１
－α－β
ｌｔ （６）

ｑ ＝ ｓ１－ａｋ ｓ
ａ
ｑ

ｎ＋δ( )Ａ
１
－α－β
ｌｔ （７）

那么在稳定状态水平下人均产出为：

ｙｔ ＝
１

（ｎ＋δ）
Ａ

１
－α－βｓ

α
－α－βｋ ｓ

β
－α－βｑ ｌｔ （８）

参考钟水映和李魁 （２０１０）的研究，假设ｓｋ＝ｓｑ＝ｓ，且 μ＝－α－β，对 （８）式
取对数以后有：

ｌｎｙｔ ＝
１
μ
ｌｎＡ－μｌｎｓ＋ｌｎｌｔ （９）

根据Ｍａｎｋｉｗ等 （１９９２）对稳定状态下线性模型的处理有：

ｄｌｎｙ
ｄｔ≈

ｄｌｎ（ｙ／ｙ）
ｄｔ ≡Ｈ＝－μ［αｌｎ（ｋ／ｋ）＋βｌｎ（ｑ／ｑ）］

＝－μ（ｌｎｙ－ｌｎｙ）
（１０）

结合式 （９）、式 （１０）可得：

Ｈ＝（１－μ）ｌｎＡ－μｌｎｙ＋μ２ｌｎｓ－μ（１－μ）ｌｎｌ （１１）

为了解释集聚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本文假定城市群经济增长不仅受到要素投入的

影响，也受到城市集聚度的影响，参考 Ｐｏｒｔｎｏｖ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０９）关于集群度系数
的处理方法，设：

Ｈ＝（１－μ）ｌｎＡ－μｌｎｙ＋μ２ｌｎｓ－μ（１－μ）ｌｎｌ＋ｅθＩＣｔ＋λｔ （１２）

其中，Ｈ为经济增长率，ｅ表示随机误差项和其他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ＩＣ表示
某城市群ｔ年的集群度，θ为参数，λ为随机误差项。

则引入误差项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增长的因素后得到以下方程：

Ｈ＝α０＋α１ｌｎＡ＋α２ｌｎｙ＋α３ｌｎｓ＋α４ｌｎｌ＋θＩＣ＋ε （１３）

在各解释变量中，本文最为关心的是技术水平、人均 ＧＤＰ以及集群度 （ＩＣ）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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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在回归结果中是否显著以及符号的正负来

判断城市群经济的增长效应好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越高，城市群的经济增长率越高。技术无论对于城市
经济还是城市群经济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技术的提高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实现要素流动，通过地区协同发展促进城市群的

经济增长。

假设２：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越小，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明显。随着城市经济
发展阶段的提升，各城市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各自进行专业化发展，但是如

果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可能难以实现有效的互补，而更多体现的是核心城市的虹

吸效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无疑会给城市群经济整体增长带来动力。

假设３：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在达到集聚的临界点之前，城市群的集聚度越高，
增长效应越强。集聚对于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城市集聚地区就业机会

多、内部分工较为合理，公共设施和福利也较为完善，但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

间的竞争将愈发激烈，初始的城市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自身规模限制以及资源配

置不足会通过要素疏解来转移一部分产业与劳动力，缓解 “城市病”。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分析

在实证检验前，首先通过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来检验
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经检验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远小于１０，因
此可以根据经验法认为不必担心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表 １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
特征。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ｌｎＧＤＰＧＲ 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ＧＲＡＤＳ ＩＣ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ＥＤＵ ｌｎＴＥ

均值 １１５７０ ７１４９１７ ９４９９ ０９２９ －４１９６ ６３７５ ３７２５

最小值 ４８０６ ３１１００ ７０１７ ００５１ －７１２０ ５５１７ ２８５８

最大值 １８３８２ １３７５８００ １２４６５ １０８６７ －２１１１ ７５８９ ４３３８

标准差 １９５３ ３４３０４３ １０３１ １２３６ １００１ ０３４８ ０２３７

观察值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二）基准模型设定

根据式 （１３）各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推导，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ＧＤＰＧＲｉ，ｔ＝β０＋β１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β２ｌｎＧＲＡＤＳｉ，ｔ＋β３ＩＣｉ，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ｔ
＋β５ｌｎＥＤＵｉ，ｔ＋β６ｌｎＴＥｉ，ｔ＋μｉ＋νｔ＋εｉ，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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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ｉ代表城市，ｔ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ＧＲ为城市经济增长率，
主要解释变量为ｌｎＴＥＣＨ，为城市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的对数值。创新主要
集中于城市，科技支出比例的提高对于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同

时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程开明、章雅婷，２０１８）。ｌｎＧＲＡＤＳ为城市
群内部经济发展梯度值的对数，代表区域发展差异。本文参考徐珊 （２０１９）在处理
知识溢出对经济发展影响时采用的相似处理方法，以城市人均 ＧＤＰ与城市群人均
ＧＤＰ的标准差的对数来表示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了保证回归结
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ＩＣ指标为城市集群度，用城市空间隔离
程度 （ＩＳ）与边缘性 （ＩＲ）之比来衡量，城市隔离程度 （ＩＳ）用该城市一定空间范
围内的城市人口总量表示，Ｐｊ代表第 ｊ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城市的边缘性 （ＩＲ）则
通过该城市与城市群内最邻近的核心城市的公路距离来测度。城市集群度 ＩＣ可表
示为：

ＩＣｉ＝ＩＳ／ＩＲ＝∑
ｎ

ｊ＝１
Ｐｊ／ＩＲｉｋ （１５）

外来直接投资水平 （ｌｎＦＤＩ）用城市市区当年汇率调整后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的对数来表示，ＦＤＩ的进入会影响城市的规模，同时城市经济实力要素会反
过来对ＦＤＩ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朱传耿，２００４）。城市人力资本水平 （ｌｎＥＤＵ）用市
区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的对数表示，人力资本是衡量劳动力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人力

资本集聚程度越高，知识外溢效果就越好，对经济发展带动和辐射越明显 （王海虹、

卢正惠，２０１７）。产业结构 （ｌｎＴＥ）采用市区三产占ＧＤＰ比重来表示，面对经济下行
的压力，需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经济发展转型 μｉ
是个体虚拟变量，代表微观测得的个体特征，如：气候、资源等。ｖｔ为时间虚拟变
量，代表时间上未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冲击。在 ｔ年份上是１，其余年份为０。εｉ，ｔ为随
机扰动项。

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当期经济影响，也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动态角

度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探究前期增长对当期的影响，本文采用差分

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进行回归分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如式 （１６）所示：

ｌｎＧＤＰＧＲｉ，ｔ＝β０＋β１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β２ｌｎＧＲＡＤＳｉ，ｔ＋β３ＩＣｉ，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ｔ
＋β５ｌｎＥＤＵｉ，ｔ＋β６ｌｎＴＥｉ，ｔ＋β７ｌｎＧＤＰＧＲｉ，ｔ－１＋μｉ＋νｔ＋εｉ，ｔ

（１６）

（三）样本与数据选择

在中国城市群研究和现实中，对于 “准城市群”的概念必须给予重视。本文认

为目前我国现有的城市群既包括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大型城市群和部分区域性的城

市群，还包括部分以进入国家战略为目的的部分区域性和省级城市群。这些均应纳入

我国城市群研究的范围内。本文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０６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提出的１５个城市群以及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国家级城市群的界定，
４２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对１４个 （已确定及待批复通过）国家级城

市群①的增长效应进行测算，各年度都包括了２０２个地级市样本。本文剔除了部分缺
失数据较为严重的城市，并对某些城市个别年份缺失数据进行线性填补。一方面，可

以避免某一年份出现特殊值而对城市总体人口、经济水平产生偏误；另一方面，可以

避免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从而进一步研究动态过程。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相关年

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梯度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式 （１６）
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ＯＬＳ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８８３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０４８）

ｌｎＧＲＡＤＳ
－０４３６

（０１３）
－１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９０６

（０１５２）
－０９８３

（０１５３）

ＩＣ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８６）

－２２６１

（０３６６）
－１７９１

（０８１４）
－１６６７

（０６４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３８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２５）

０５５９

（０１４５）
０５３

（０１３１）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０５２５
（０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７７５
（０００１１５）

ｌｎＴＥ
－２９４５

（０７７３）
－１３９０

（０８１２）
－１２１３

（１０９４）
－１２６２

（１０２８）

ｌｎＧＤＰＧＲ — —
０４２６

（００２５５）
０３７４

（００２３１）

样本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１６１６ １８１８

Ｒ２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５６２ — —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 — １２７８５７ １３２０１１８

ＰＶａｌｕｅ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２） — —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６５

　　注：、和分别代表了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
时间虚拟变量。在进行 ＧＭＭ估计时进行了 ＡＲ（１）和 ＡＲ（２）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并报告了 Ｐ值；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并报告了相应的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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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４个城市群为：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

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



　　表２的第 （１）列报告了聚类标准误下的 ＯＬＳ回归结果，第 （２）列报告了固定
效应的回归结果，第 （３）、第 （４）列分别汇报了差分 ＧＭＭ和系统 ＧＭＭ的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ｌｎＴＥＣＨ变量在动态ＧＭＭ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１％的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技术的投入和应用会显著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技术改善对城市群

产生的增长效应是十分明显的。ｌｎＧＲＡＤＳ的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由于
ｌｎＧＲＡＤＳ是逆指标，因此该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假设，即城市群内城市间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缩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不断缩短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对

于城市群未来实现良性增长是十分必要的。ｌｎＦＤＩ在回归中系数也显著为正，在 ＯＬＳ
回归和动态ＧＭＭ回归中分别通过了５％和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ＦＤＩ对城市增长具
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郑月明和王伟 （２００８）在研究 ＦＤＩ对 ＧＤＰ的贡献度时也验证了
ＦＤＩ对经济的贡献度为正，并且在沿海、经济基础好的地区更为明显。除此之外，ＩＣ
的系数表现为负，并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假设检验，说明对于所有城市群
来讲，集聚并非推动了所有城市群的增长，超出一定空间范围的集聚则不利于城市增

长，反而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压力。人力资本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说明大多城市

仍未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实现人力资本提高并带动

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在城市群经济
发展过程中，大多城市仍以第二产业作为增长的推动力，第三产业对增长的贡献目前

仅在发达地区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更为明显。该结论与常浩娟和王永静 （２０１４）
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时的分析相符，第二产业目前仍是我国大部分城市

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也是保持经济稳定输出的关键。

（五）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检验

１行政壁垒。市场要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需要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协
同区域，以便实现要素流动自由化。但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区域利益最大化，会通过

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不合理干预，以行政区划为界限主观分割统一的市场，阻碍了市

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导致区域间流通成本变高，降低区域经济发

展活力。因此我国城市群经济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需要打破行政壁垒，为市场要素

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参考王琴梅等 （２０１４）对行政壁
垒概念的界定，本文基于城市所处地理区域与政府管理引入虚拟变量Ｂ（Ｂａｒｒｉｅｒ），以
研究城市群是否分属统一行政管辖区域所产生的行政壁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

Ｂ＝
１，存在行政壁垒，分属不同行政管辖区
０，不存在行政壁垒，{

分属同一行政管辖区
（１７）

式 （１６）变为：

ｌｎＧＤＰＧＲｉ，ｔ＝β０＋β１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β２ｌｎＧＲＡＤＳｉ，ｔ＋β３ＩＣｉ，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ｔ
＋β５ｌｎＥＤＵｉ，ｔ＋β６ｌｎＴＥｉ，ｔ＋Ｂ＋μｉ＋νｔ＋εｉ，ｔ

（１８）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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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行政壁垒对城市群增长的影响结果

ＯＬＳ ＲＥ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０４０３

（０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０３７）

ｌｎＧＲＡＤＳ
－０４６３

（０１２８）
－０６８０

（００９８）

ＩＣ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４）

０１
（０１２９）

ｌｎＦＤＩ
０４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４４８
（０１０３）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０５７９
（０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４６４
（００００３８）

ｌｎＴＥ
－３０３４

（０７８４）
－５２７２

（０５４３）

Ｂ
０７４９
（０３９３）

０７４７

（０３６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９２１

（２９８７）
３９５１

（２１９４）

样本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Ｒ２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５７６

　　注：、和分别代表了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并报告了Ｒ２值。

由于固定效应无法控制个体改变但时间不变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采用聚类标准

误下的ＯＬＳ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从回归结果看出，不处于同一个行政管辖区内的
城市群存在行政壁垒，技术系数在 ＯＬＳ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中均显著为负，说明行
政壁垒的存在会阻碍技术的流动与要素的转移，使得部分地区市场出现分割，不利于

地区间的合作与协同。ｌｎＧＲＡＤＳ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行政壁垒存在会使得城市间的
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说明

行政壁垒的存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影响。尽管 ＩＣ和
ｌｎＦＤＩ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行政壁垒存在的地区，城市集聚程度和 ＦＤＩ的水平
与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息息相关。

２区域差异 （南北地区）。传统研究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时，将区

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事实上，近年来北方部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减

缓、产业结构调整较慢，使得 ＧＤＰ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回落，而南方地区则保持
着平稳良好的经济增长，使得南北经济发展出现明显差距 （盛来运等，２０１８）。因此
研究南北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进一步

对１４个城市群按照南北地区进行划分并进行了ＧＭＭ回归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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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南北地区增长效应回归结果

南方 北方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ｎＧＤＰＧＲ
０４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４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４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３５８

（００１８）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２２５
（０２８３）

－０４０３
（０２２７）

ｌｎＧＲＡＤＳ
－０５４７

（０１１２）
－０６２１

（０１０８）
－１２８２

（０２１５）
－１３０８

（０１８２）

ＩＣ
２８７３

（０９１３）
２４５１

（０６３４）
－１６２９

（０７２６）
－１２４６

（０３６９）

ｌｎＦＤＩ
０７０２

（０１３４）
１０３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３９
（０１１１）

ｌｎＥＤＵ
０８０７
（０４２２）

０６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２５）

ｌｎＴＥ
１０２４

（０９７６）
７７６

（０９０６）
－１３９０

（１１６２）
－１４５６

（１０８９）

样本数 ９１２ １０２６ ７０４ ７９２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８７８９７ ９０２０９ ６４９９ ７０８０１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８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ＡＲ（２） ０６２５ ０７３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４

　　注：、和分别代表了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
时间虚拟变量。在进行 ＧＭＭ估计时进行了 ＡＲ（１）和 ＡＲ（２）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并报告了 Ｐ值；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并报告了相应的Ｐ值。

从ＧＭＭ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南北方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动力存在明显差异。
南方地区城市群的技术、经济梯度差、产业结构指标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１％的
显著性检验，集群度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技术水平、城市集群性以及较小
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南方地区城市群的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南方地区的城市群具

有发展高质量经济的条件与基础配置。同时南方地区的ＦＤＩ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也
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为正。北方地区的技术系数为
负，说明当前北方地区城市群的增长技术贡献度较小，推动作用不明显，北方地区城

市群粗放式发展特征仍然显著；ｌｎＦＤＩ变量尽管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说明 ＦＤＩ对于北
方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明显；集群度与产业结构系数均为负，说明北方地

区城市群的集群度不高，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北方地

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仍任重道远。

３不同核心城市数量。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核心城
市不仅是我国城镇体系规划设置的最高层级，也是发展城市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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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核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引领作用来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区

域创新以及参与国际竞争。那么什么类型的城市群更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呢？为进一步

探究城市群未来增长模式，按照最新的城市群发展框架，将１４个国家级城市群按照
核心城市数量及发展模式划分为单核辐射型城市群① （靠一个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

外延规模和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双核赶超型城市群② （以两个核心城市共同带动城

市群发展、具有外向经济并具有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多核开放型城市群 （区位优势

突出、有两个以上的核心城市以及发育成熟、对外开放度高）③，通过分样本对式

（３）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动态ＧＭＭ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不同核心城市数量的城市群增长检验结果

单核辐射型 双核赶超型 多核开放型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ｎＧＤＰＧＲ
０３３２

（００２２）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５１５

（００１７２）
０４５６

（００１２４）
０４５３

（００１６）
０４１５

（００１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２５３
（０２１６）

００４９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０４

（００００６）

ｌｎＧＲＡＤＳ
－０６２０

（０１８５）
－０８１８

（０１５１）
－１２６６

（０１１２）
－１７３４

（００７６５）
－０１９２

（００８９）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０）

ＩＣ
－２７０９

（０６４４）
－０８４１

（０２２４）
－２９８８

（０７４５）
－２４９０

（０５１４）
０８４１
（０５５２）

０７３９

（０２２９）

ｌｎＦＤＩ
０４４４

（０１２８）
０３９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７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１５）

１２５９

（０１４９）
１７３４

（００９５）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１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５２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３６）
１４３１

（０４７２）
００１９４
（０１２４）

ｌｎＴＥ
－１３６９

（０９２４）
－１２８３

（０９２０）
－８９０３

（１０７６）
－１０２７

（０７９１）
－１３６０

（０９１２）
－９６１３

（０５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８９１

（２８８１）
６８２０

（２８９７）
５４１２

（４５３４０）
６０８１

（３３８８０）
６５６７

（３５６７）
５１５１

（２２８２）

样本数 ６７２ ７５６ ４４８ ５０４ ３８４ ４３２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６１９１５ ６６９０８ ５２８９４ ５２９７９ ５５４５３ ５７３１８

Ｚ值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２６７ ０１４１６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７０８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３７２５ ０４５４０ ０３３６ ０３６２ ０１８３２ ０２１０７

　　注：、和分别代表了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
时间虚拟变量。在进行 ＧＭＭ估计时进行了 ＡＲ（１）和 ＡＲ（２）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并报告了 Ｐ值；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并报告了相应的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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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包括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及呼包鄂榆城市群。

双核赶超型城市群包括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及山东半岛城市群。

多核开放型城市群包括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及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从表５回归结果看，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只有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梯度差的系数通
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ＦＤＩ在ＤＧＭＭ回归中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在 ＳＹＳＧＭＭ
回归中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技术的投入发展促进了单核辐射型城市
群的增长，ＦＤＩ的进入也为城市群的增长创造了动力，而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还需
持续缩小才能有效促进增长。集群性、产业结构系数在１％显著性水平下均表现为
负，人力资本变量也在ＳＹＳＧＭＭ回归中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单核辐射型
城市群集群性不高、人力资本优势发挥不佳、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由于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只有一个核心城市，整个区域内的生产、生活、生态很难

实现协调统一，边缘城市由于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可能难以获得核心城市的要素转

移，使得城市群内城市发展水平发散性越来越突出，边缘城市增长缓慢。像中原城市

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均只有一个核心城市，这些核心城市自身的资源有限，经济发

展水平处于二线地位，难以将优势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而这些核心城市与城市群内

其他城市差距明显，又具有较为明显的虹吸效应，可能会将周边城市的优势资源汇集

到核心城市，导致周边地区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城市群整体增长较为

缓慢。

从双核赶超型城市群的回归结果看，技术水平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技

术推动增长的动力还需持续增强；经济梯度系数符合预期，即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仍需进一步缩小，为增长创造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系数在 ＳＹＳＧＭＭ回归中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对于双核赶超型城市群的增长有主要的推动作用；
而集群性和产业结构的系数均表现为负，说明在城市集聚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对

于城市群增长拉动效应有限。双核赶超型城市群拥有两个核心城市，两个核心城市

往往是城市群内的两极，导致行政划分、区域协调上出现差异，对增长产生一定不

利影响。如京津冀城市群有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哈长城市群中有哈尔滨和长

春两个核心城市，不同城市群的双核心城市由于有着不同的行政属地，在区域政策

制定、属地管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地方存在明显的壁垒，核心城市辐射

带动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城市群难以实现有效增长，这与前文关于行政壁垒的研究

结论一致。

多核开放型城市群除了经济梯度系数、产业结构系数为负外，其余解释变量均表

现为正，技术、集群度变量在ＳＹＳＧＭＭ回归中均十分显著，且分别通过了１％和５％
的显著性检验。多核心模式的城市群集群度较单、双核城市群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ＦＤＩ的进入、人力资本的投入与技术的交流使得多核开放型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形成
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模式，各个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在发展经济中形成互

补，在竞争中促进了城市群的增长。产业结构系数表现为负，因此多核开放型城市群

在未来增长时更需要考虑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比如，作为多核心城市群

的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多个中心城市。珠三角以广东省

为主体，不存在京津冀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问题，因而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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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珠三角城市群仍然以制造业为主，比如佛山陶产业、虎门服装产业等，制造业对

于珠三角经济的拉动效应仍然突出，下一步，如何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珠三角

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广深港澳都将是核心城

市，将进一步扩大区域协作的空间，但是如何更有效推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也可能是

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一个重要挑战。

（六）核心城市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正如前文的分析，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双核赶超型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落后于多

核开放型城市群。那么是否由于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可达性较差，使得核心城市对

于边缘城市的辐射带动力有限？为了进一步探究城市群的中心可达性对增长的内部机

制，本文利用门槛面板方法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可达性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

探究。

参考汪慧玲等 （２０１７）的工作，本文根据各城市群内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平
均地理距离分组构建了门槛模型，如式 （１９）所示，并通过门槛模型估计及显著性
和真实性检验，如表６所示。

ＧＤＰＧＲｉ，ｔ＝θ０＋θ１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θ２ｌｎＧＲＡＤＳｉ，ｔ＋θ３ｌｎＤｉ，ｔＧ（Ｄ≤γ１）＋θ４Ｄｉ，ｔＧ（γ１ ＜Ｄ≤γ２）

＋θ５Ｄｉ，ｔＧ（Ｄ≥γ２）＋θ６ＩＣｉ，ｔ＋θ７ｌｎＦＤＩｉ，ｔ＋θ８ｌｎＥＤＵｉ，ｔ＋θ９ｌｎＴＥｉ，ｔ＋ｅｉ，ｔ
（１９）

表６　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门槛模型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ｔ统计量 Ｐ值

增长效应门槛

模型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１６１０千米 －０２９４４ ０２２７１ －１２９６１ ０１９５１

１１６１０千米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４９５５千米

－１２７５９ ０３５１９ －１３６９７ ０１７１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３４９５５千米 －０４８２ ０１３５２ －９４４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４３２ ０２５３１

ＩＣ －１９２２５ ０３３３３ －５７６７６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６４６７ ０１１２０ －５７７５２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９ －５２０７８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ＴＥ －１３０２３３ １０１９１ －１２７７９５ 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主要影响变量回归系数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中，ＧＤＰＧＲｉ，ｔ为城市经济增长率，ｌｎＧＲＡＤＳ为式 （１９）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他
解释变量同上文一致。γ１和γ２均为门槛值，Ｄｉ，ｔ为城市群内边缘城市到中心城市的平
均公路距离①，对于双核心和多核心城市群公路距离的确定采用距城市群内最近的中

心城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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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群内各边缘城市到中心城市公路距离来源于坐车网。



表６列出了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从模型 （１９）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理
距离的两个门槛值１１６１０千米和３４９５５千米将１４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
地理距离划分为三个规模范围，在不同的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下，城市群

的增长效应有明显差异。当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在１１６１０千米以内
时，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时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与中心城
市可达性在１１６１千米以内有利于产生较好的增长效应，ｌｎＧＲＡＤ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最显著；当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在１１６１０～３４９５５千米时，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可以看出，在这一区间，随着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距离增大，可达

性变长，城市群内经济梯度进一步拉大，不利于产生良好的增长效应；当突破第二个

门槛值时，城市群地理距离增大对城市群的经济梯度影响系数为负值，并通过了５％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如果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过远，则可能会与紧邻城市进行合

作共融发展来减弱经济梯度对增长的负向影响。总的看来，城市群的增长效应随着中

心城市可达性的延长经历了 “逐步减弱—恶化—得到改善”三个阶段，城市群经济

发展梯度与中心城市可达性呈倒 “Ｎ”型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下面从两个角度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稳健

性检验。模型指标的构造形式对模型结果有一定影响，此处对核心解释变量———技

术和经济发展梯度值指标变换构造方法。对于技术指标，我们参考马伟伟 （２０１９）
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贡献关系时所用的市辖区科技支出的对数，即 ｌｎＴＥＣＨ。对于
经济发展梯度指标，人均ＧＤ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和
生活质量等指标，因此我们借鉴廖翼等 （２０１４）采用的各城市市区人均ＧＤＰ与城市
群平均人均 ＧＤＰ差值的绝对值的对数来表示经济发展差异，如式 （２０）所示。
ｌｎＧＲＡＤＳ值越大，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异越大。

ｌｎＧＲＡＤＳｉ，ｔ＝ｌｎ｜
ＧＤＰｉ，ｔ
Ｐｏｐｕｉ，ｔ

－
∑ ＧＤＰｉ，ｔ
Ｐｏｐｕｉ，ｔ
Ｎ ｜ （２０）

另外，为了验证ＧＭＭ估计结果是否稳健，此处给出ＯＬＳ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以
及随机效应结果作为对照。全样本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之后，控制变量系数大小和符号

基本保持不变，技术和经济梯度差的系数符号完全保持一致，只有数值大小和显著性

程度有少许差异。从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尽管 Ｒ２不大，
但各方程回归系数大多呈显著水平，且系数符号较为一致，整体模型稳健性较强，因

此可以认为前文关于城市群增长效应的测算结果是准确且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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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Ｄ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０７０１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７８９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８）

ｌｎＧＲＡＤＳ
－０３５７

（０１１８）
－０７１６

（０１０９）
－０４９１

（００９３１）
－０６７２

（０１３９）
－０７８１

（０１３９）

ＩＣ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９７８）

－１９７６

（０３６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６）

－１７８８

（０７４５）
－１５４８

（０５７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１７）

－０６７

（００８８９）
－０３６３

（００７５４）
－０５０４

（０１２６）
－０５９１

（０１２２）

ｌｎＦＤＵ
－０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１１）

ｌｎＴＥ
－２７９９

（０７２０）
－１３４７

（０８０８）
－５０３８

（０５４３）
－１２６５

（１１６７）
－１３２６

（１０７６）

ｌｎＧＤＰＧＲ — — —
０４２３

（００２７４）
０３７６

（００２４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７７５

（２５２５）
８１３５

（３１７７）
３９４６

（２２３５）
６７０１

（５２６１）
７０９１

（４８３１）

样本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１６１６ １８１８

Ｒ２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４４３ — —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 — — １３９７９２４ １４４２３７６

Ｚ值 —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２） — — — ００９３５ ０１２６８

　　注：、和分别代表了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
时间虚拟变量。在进行 ＧＭＭ估计时进行了 ＡＲ（１）和 ＡＲ（２）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并报告了 Ｐ值；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并报告了相应的Ｐ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１４个国家级城市群２０２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解释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持续加大技

术的投入和研发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城市群经济稳定增长；城市群集聚度的

提高能够产生良好的增长效应并且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增长；人力资本的利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均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良性推动；行政壁垒的存在会阻碍区域内资源

流动，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从城市群的增长模式来看，多核心城市群较单核心和双

核心城市群的增长动力更为显著，技术、集群度、ＦＤＩ与人力资本均明显推动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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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济增长；从地区性差异看，北方地区城市群的环境支撑能力有限，生态容量不

足，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较南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南方地区城市群拥有较高的

城市集群度，技术发达，人才集聚度高，区域整体环境保护能力强，增长效应更为

明显。

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应该仍要以城

市群为主体形态，积极打破地域隔离与区域行政壁垒，加强地区间的协同融合与政策

共享。第二，要促进城市群核心城市崛起，引领边缘城市发展，推动目前单核心、双

核心城市模式的城市群向多核心模式的城市群转变，以激发区域经济活力，产生多极

增长效应。第三，北方地区城市群要借助 “丝绸之路经济带”继续加快在交通、物

流等方面的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南方地区城市群要积极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手段，不断推

动现有产业向高效化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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